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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视角下研发团队创新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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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创新成分理论和创造力投资理论,通过对 82 个研发团队 288 名研发团队成员的数据分析,聚焦

研究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和团队创新绩效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

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集体主义精神调节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集体主义精神越强,团队精神

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也越显著;集体主义精神还调节了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

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集体主义精神越强,该中介效应也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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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团队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团队创新具有任务互依

性、路径模糊性和过程协同性,使得研发过程中的协同攻关显得极为重要[1]。因此,如何有效提升研发团队创新绩效进而实现中国

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以往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有益探讨,大体可以分为行为视角、过程视角和结果视角。基于行为

视角的研究认为,团队人员行为方式是提高团队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而团队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则是推动团队创新绩效的重要力

量[2];基于过程视角的观点主张团队创新是团队内部认知整合和知识集成的过程,因此建设性的团队反思[3]、认知冲突[4]以及目标

导向的焦点调节[5]等对团队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基于结果视角的研究认为创新是对原有知识的突破和新知识创造,因此团队专业

多样化和团队结构差异化等是促成团队创新的重要前因[6]。 

但是,由于研发过程具有自主性、创造性、新颖性以及研发人员自身的高技术、高知识和高素质特征,使得以往研究相对忽

略了研发人员在个人尊严、理想信念、专业声誉、自我实现以及身份感、成就感和地位感等方面的强烈精神性需求,因此也忽略

了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导致从精神层面探讨团队创新绩效动力机制的研究非常欠缺。由于团队成员是团队创

新绩效的根本源泉,而个体是精神、理智、情感和身体的完整集合,精神性(spirituality)是赋予个体活力与生命的源泉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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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有身份标识,蕴含人类与生俱来的巨大潜力。因此,本文拟基于精神视角并依托团队研究领域经典的

Input-Process-Output 架构,探讨研发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 

根据创新成分理论,创新绩效依赖于领导者激励(supervisor encouragement)、工作团队支持(work group supports)和组

织激励(organizational encouragement)等因素[7]。因此,本文基于精神性因素的动力机制研究,一方面,在领导者激励上选取精

神性领导行为——精神型领导(spiritual leadership)作为团队投入(input)的精神性因素,探讨团队精神型领导影响团队创新

绩效产出(output)的动力机制。精神型领导(spiritual leadership)是精神性研究在领导领域的拓展,是通过激励并满足下属基

于召唤感和成员身份感的精神性存在(spiritual survival)而实现领导效能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总和,其具体包含愿景

(vision)、希望或信念(hope/faith)、利他关爱(altruistic love)3 个维度[8]。因此,根据创新成分理论与精神型领导理论,构

建团队精神型领导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即团队精神型领导→团队创新绩效。另一方面,在工作团队支持上选取工作场

所的精神性支持——工作场所精神(workplace spirituality)作为团队过程(process)中的精神性因素,探讨工作场所精神影响

团队创新绩效产出(output)的动力机制。工作场所精神被普遍视为团队层面精神的重要变量,反映的是团队外在工作场所的精神

性特征,是团队成员内在生命与工作在团队共同体中相互促进的集体呈现,具体包含内在生命、工作意义感和共同体感知 3 个维

度[9]。基于此,构建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即工作场所精神→团队创新绩效。结合上述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

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建立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影响团队创新绩效中的中介机制,即团队精神型领导→工作场所精神

性→团队创新绩效。 

事实上,中国独特的发展历史以及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传统促使组织中形成了强烈的情景惯性与路径依赖,因此研究中国的

团队创新问题不能脱离上述基本情景。实践也表明,我国能在航天技术、量子通信、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绩效,均是

组建优秀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因此,如何合理运用集体主义精神并使之成为团队创新绩效的助推力量是值得探讨的重要主题。

理论上,由 Sternberg & Lubart
[10]
提出的创造力投资理论认为,创造力激发需要个体智力水平、知识构成、思维方式、人格特征、

动机状态、所处环境等 6 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本研究借鉴该理论,引入集体主义精神作为研发团队及其成员面临的具体情

景,探讨其在团队精神型领导、工作场所精神等精神性因素影响团队创新绩效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鉴于团队创新绩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而以往研究相对忽略了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将

聚焦分析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借鉴创新成分理论并依托团队领域经典的 Input-Process-Output 研究框架,

将团队精神型领导作为团队投入的精神性因素,将工作场所精神作为团队过程中的精神性因素,从精神层面探讨精神性因素影响

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以及集体主义精神在其中的调节效应。这不仅可以从精神层面明晰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理及调节机

制,还可以满足管理实践对团队创新绩效的迫切需求进而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 

团队创新绩效是团队成员作为一个整体,通力合作、共同产生新颖且有用的观点和想法,并将新思想、新方案等应用到新产

品或服务中的结果,其对企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至关重要[11]。创新成分理论指出,领导者激励、工作团队支持和组织激励是创新

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7];精神型领导理论则表明,精神型领导是内在激励和满足下属基于召唤感与成员身份感知的精神性存在,从

而实现领导效能的行为方式
[8]
。团队精神型领导可以理解为领导者以整个团队为对象,通过精神型领导行为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

位团队成员,从而在团队成员中形成一种高度共享的领导行为。本文认为团队精神型领导能够有效提升团队创新绩效。 

首先,团队精神型领导通过规划创新目标、赋予研发团队有意义感和挑战性的创新任务,为研发团队成员从事创新工作指明

方向并提供相应条件[12]。根据目标理论,具有挑战性的创新任务契合了研发人员强烈的成就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能够激励研发

人员不断超越自我、提升创新绩效
[13]
。其次,团队精神型领导的利他性关爱行为超越了领导者的自我利益,并以促进研发成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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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展和提高团队绩效为首要目标。如在工作上主动传授提高创新绩效的经验和技巧,帮助研发成员充实前沿知识、提高创造

技能,支持研发成员大胆创新并积极提供反馈意见,为他们多出研发成果提供各种机会和组织资源;在生活中关心研发成员并与

之进行心灵沟通和开放交流
[14]
。这提升了研发成员的自我价值感知、工作投入和创新积极性。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获得组织及领

导关怀与赏识的研发成员会形成较强的责任心和回报动机,往往会通过符合团队规范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改善现状并提高创新绩

效。最后,团队创新具有较强的协同性、风险性、模糊性和复杂性,需要团队领导在员工遇到困难或阻碍时给予精神支持和资源

供应[15]。精神型领导借助激发希望和坚定信念,鼓舞员工士气、振奋团队精神并提升团队成员的自我效能感,最大限度激发研发

成员创新潜能;借助利他关爱加强团队成员信任和互动,促使团队成员相互合作并提升团队凝聚力,在团队中建立宽容失败的容

错机制并形成创新合力,降低创新风险、克服创新挫折并最终提高团队创新绩效[16]。已有研究显示,精神型领导可以促进团队信

任和团队授权[17],通过优化团队业务流程提高团队创造力[18],还跨层次地提高了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创造力[19]。因此,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H1:团队精神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1.2 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的影响 

工作场所精神(workplace spirituality)是团队成员内在生命与有意义的工作在团队共同体中相互促进的集体性呈现,具体

包含内在生命、工作意义感和共同体感知 3 个维度[9]。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的 3 个维度均具有积极影响。首先,团队

精神型领导通过关怀、赏识、信任和宽恕等利他性关爱尊重与满足研发人员在人格尊严、理想信念、自我实现、内在感受等方

面的高层次需求以及精神性需求,为研发成员极具自主性、个体性和多样性的内在生命融入工作场所创造有利条件,使领导——

下属间产生联结感与和谐感,从而使研发人员的内在生命得到极大尊重和提升[16];其次,作为团队的管理者,精神型领导擅于通过

坚定信念和激发希望等赋予团队创新任务以崇高价值与非凡意义,使研发成员明晰研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获得物质

回报,更在于因研发工作和成果能够促进知识传承、推动科技进步、造福人类社会而获得极大满足感和成就感,从而体验到强烈

的工作意义感和存在价值[20];最后,团队精神型领导借助愿景激励和无私关怀行为,促使团队研发成员认同组织愿景、使命以及目

标,有效帮助团队成员融入团队集体并积极促成研发人员的情感联结与心灵相通,从而对团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并最终

增强研发成员的共同体意识[21]。研究表明,精神型领导借助改善员工的内在生命、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和提高共同体感知增强了工

作小组精神[22]。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团队精神型领导正向影响工作场所精神。 

1.3 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 

工作场所精神可以促进团队成员形成强烈的共同体感知,满足成员的社会联结需求和安全感需求,使之体验到较高的心理幸

福感和满足感,对提高工作投入、生产能力、工作绩效和促进创新具有积极影响[23]。Vallabh & Singhal[24]认为工作场所精神对

组织激发创造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坚持业绩导向、培育包容性和促进职业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心理

需求的满足能够提高动机水平和幸福感,进而增强问题解决能力、提升认知灵活性与创新能力[25]。因此,一方面,强烈的工作场所

精神不仅利于团队成员充分融入工作团队,使其内在生命得到充分尊重和有效提升,从而满足团队成员在自主选择、自我实现和

挑战性任务胜任等方面的高层次需求,内在激励其回报高水平的自主行为,而创新行为就是其中一种[26]。另一方面,较强的工作场

所精神有助于团队成员体验到工作意义感和形成共同体意识,这不仅可以激发研发成员加大工作投入和促进组织价值观内化,还

可以促进多元化认知和异质性知识在研发团队内的共存,而工作投入、提倡包容和鼓励差异可以促进创新绩效[27]。 

工作场所精神与组织创造力、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例如基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和问卷调查的定量

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力可以缓解压力感知,提升工作场所中的移情能力和创造力。精神力从内在信念和信念实践两个维度使团队

成员更具创造性,而信念实践的影响更大,并且信念实践对创造能力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与信念实践时间不足 2 年的个体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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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超过 5 年时其影响效应更为显著[28]。以中国 5 家酒店 59 名市场领导型主管及其 434 名下属为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工作

场所精神对创造力具有显著影响,员工——组织契合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29]。针对知识密集型产业 79 名主管与其 448 名下属的

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感知的工作场所精神与其自我报告、主管报告的创造力都显著正相关,人—组织匹配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30]

。

研究还表明,团队精神通过团队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31]。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工作场所精神正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结合 H2和 H3,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1.4 集体主义精神的调节作用 

事实上,中国的集体主义传统在企业组织中形成了强烈的情景惯性,因此集体主义精神(collectivism spirit)成为中国传统

精神的一个典型特征,其强调个人对集体(如家庭、团体和组织等)的依赖性、融入性和义务性
[32]
。推崇协同推进和整体效能的集

体主义精神,能够促进团队内部信任与合作,有利于团队成员信息传递、知识交换和经验共享,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33]。

按照领导方式——团队理念匹配模型的观点,当团队管理者的领导行为与研发团队的价值导向适配时,其领导效能将提升。较强

的集体主义精神易促使团队形成共同的奋斗目标、恪守集体规范并看重团队凝聚力和集体力量价值,同时,强调对个人品德和他

人利益的关注以及团队成员互依性。此类精神取向与团队精神型领导的整体目标取向、利他性关爱、共同体意识等价值理念和

行为方式高度契合[34]。因此,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景下,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更显著。相反,在低水平

集体主义精神情景下比较突出个人贡献、作用、地位并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体为中心,团队成员联结较为松散,对集体性创新行为

和共同创造过程相对不敏感,这些价值观念与团队精神型领导所秉持的共同体意识和利他导向相悖,也与现实中的集体主义传统

和企业内日益流行的团队导向趋势相矛盾。因此,低水平的集体主义精神情景可能削弱团队精神型领导的领导效能,不利于团队

创新绩效提高。因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H5:集体主义精神正向调节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集体主义精神越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

响越显著。 

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调节——中介模型,即与低水平集体主义精神相比,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境下,工作场所精神在团

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更显著。换言之,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境下,团队精神型领导更容易通过影响工

作场所精神进而影响团队创新绩效。这是因为,相较于低水平的集体主义精神情景,高水平的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了团队成员间的

人际依赖和情感信任,从而使得以情感联结和心理认同为核心的个人内在生命得到极大满足。而且,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景

下,研发成员深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影响,个体更注重对集体的依存和忠诚,并渴望找到集体中的自我存在感与精神

归属,更看重研发团队内部的群体关系、人际和谐和集体性协调[35],这使得团队成员拥有更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通过承担和完成

团队创新任务而体验到的工作价值感也会变得更强烈,因此研发团队的工作场所精神也会更显著[36]。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和团

队精神型领导的共同影响下,研发团队的工作场所精神会更强,而根据假设 H3,高水平的工作场所精神将提高团队创新绩效,故此

时工作场所精神的中介作用也会增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集体主义精神正向调节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集体主义精神越强,该中介作用也

越显著。 

根据以上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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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调研对象 

本研究通过线下调查和线上调查相结合的滚雪球方式进行问卷调研,向分布于西安、成都、重庆、贵阳、遵义等城市的 128

个研发部门(团队)、351 名团队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涉及项目开发、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程序设计等岗位人员。剔除填答缺失

较多、填写潦草和每个团队只有一份问卷等不符合研究要求的问卷后,最后得到82个团队的 288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64.06%和 82.05%,基本概况见表 1和表 2。 

 

图 1研究模型 

从表1可知,此次调研对象中男性稍多,占 53.69%,年龄在50岁以下的占85.68%,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占81.33%,公司工

龄在 3 年以上的占 70.64%,呈现出研发成员以中青年为主、教育水平较高和公司工龄较长等特点。从表 2 可知,团队成立时间在

3年以上的占 82.38%,团队规模在 5人以上的占 67.32%。 

表 1被调查人员概况 

变量 占比(%) 

性别 男 53.69 

 
女 46.31 

年龄(岁) ≤30 30.67 

 
31-40 33.28 

 
41-50 21.73 

 
≥51 14.32 

教育程度 大学以下 18.67 

 
大学 58.64 

 
研究生 22.69 

公司工龄(年) ≤3年 29.36 

 
3～5年 49.92 

 
≥6年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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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被调查团队概况 

变量 占比(%) 

团队时间 3年以下 17.62 

 
3～5年 46.38 

 
5～10 年 23.53 

 
10 年以上 12.47 

团队规模 5人以下 32.68 

 
6～10 人 39.22 

 
11～15人 18.64 

 
16 人以上 9.46 

 

2.2 测量工具 

团队精神型领导采用 Fry 等
[37]

开发的 13 题项量表,典型题目如“该领导理解并且执行组织的愿景”、“该领导对组织很有

信心,愿意尽最大努力完成组织目标”、“该领导常和员工边走边谈”等,其 Cronbach′sα值为0.872。 

团队创新绩效量表借鉴唐朝永等[38]的研究,共 8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有“团队经常提供一些能被市场接受的产品或服务”、

“团队拥有较多数量的创新性成果”、“团队开发新产品或服务的速度很快”,其 Cronbach′sα值为0.921。 

工作场所精神采用 Ashmos & Duchon[9]开发的三维度 21 个题项量表,根据文化适切性,采用了其中的 20 个题目,具体包括内

在生命 4个条目、工作意义感 7个条目和共同体感知 9个条目,代表性题目如“我对生活充满希望”、“我觉得我的工作对社会

有益处”、“我觉得我是工作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其 Cronbach′sα系数为0.912。 

集体主义精神使用 Robert&Wasti
[39]
编制的 7个题项量表,代表性题目有“员工像家庭成员一样被关怀”、“主管和员工共同

作出有关工作方式改变的决定”、“每个员工都要为组织成功和失败承担责任”,其 Cronbach′sα 系数是 0.904。为避免居中

思维的影响,上述变量测量采用李克特 6点计分方式,其中,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 

控制变量。已有文献显示团队成立时间等[15]对团队创新具有一定影响,因此进一步将个体层面的性别、年龄、学历、司龄与

团队层面的团队成立时间以及团队规模设为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信效度检验 

运用 SPSS22.0计算各变量信度系数,发现团队精神型领导、工作场所精神、团队创新绩效、集体主义精神的 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 0.872、0.912、0.921、0.904,具有良好信度。采用 LISREL8.72,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效度检验,不同因子模型的

拟合指数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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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因素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AGFI RMSEA NNFI CFI SRMR 

四因素:TSL,WS,TIP,CS 2.547 0.931 0.047 0.915 0.914 0.053 

三因素:TSL,WS+TIP,CS 6.045 0.648 0.084 0.715 0.754 0.854 

三因素:TSL+WS,TIP,CS 5.265 0.745 0.074 0.704 0.617 0.759 

三因素:TSL,WS,TIP+CS 8.254 0.745 0.084 0.658 0.548 0.847 

二因素:TSL+WS,TIP+CS 7.254 0.748 0.145 0.845 0.687 0.847 

二因素:TSL,WS+TIP+CS 9.257 0.845 0.074 0.604 0.357 0.159 

单因素:TSL+WS+TIP+CS 12.254 0.754 0.034 0.847 0.456 0.074 

 

由表 3可知,四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χ2/df=2.547,AGFI=0.931,RMSEA=0.047,NNFI=0.915,CFI=0.914,SRMR=0.053,比三因素

模型、二因素模型和单因素模型的拟合度更好,表明包含 4个变量的模型最优且具有较高效度。 

3.2 同源偏差分析 

虽然事先采取了领导——成员配套的不同数据源调查方式以降低系统性偏差,但由于自我陈述可能带来社会赞许效应偏差,

因此需进行同源偏差检验。构建由团队精神型领导、工作场所精神、团队创新绩效、集体主义精神和同源偏差组成的五因子结

构方程模型,其拟合指数为:χ2/df=2.266,AGFI=0.951,RMSEA=0.046,NNFI=0.939,CFI=0.925,SRMR=0.041,与不包含同源偏差的

团队精神型领导、工作场所精神、团队创新绩效、集体主义精神四因子模型相比(拟合值见表 3),其 RMSEA 只降低了 0.001,CFI

提高了 0.11,SRMR降低了 0.12,拟合优度并无明显改善,可见本研究的同源偏差性并不显著。 

3.3 聚合分析 

由于本研究在团队层面进行,而调研数据由嵌套在团队中的成员分别提供,因此需对个体填报的数据进行聚合分析。聚合前,

先考察聚合变量的 Rwg、ICC1、ICC2等指标值。当 Rwg 和 ICC2>0.7、ICC1>0.10 时,表明数据可以从个体层面聚合到团队层面。通

过计算,得出 4个变量的指标值,具体见表 4。 

从表 4可知,4个变量的Rwg 和 ICC2均大于 0.7,ICC1均超过 0.10,表明数据从个体层面聚合到团队层面比较理想。 

表 4各变量聚合分析指标值 

变量 Rwg ICC1 ICC2 

团队精神型领导 0.74 0.16 0.76 

工作场所精神 0.73 0.17 0.74 

集体主义精神 0.75 0.1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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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创新绩效 0.76 0.20 0.72 

 

3.4 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 5列示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由表 5可知,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工作场所精神(r=0.521,p<0.01)、团队创

新绩效(r=0.447,p<0.01)、集体主义精神(r=0.416,p<0.01)均显著正相关;工作场所精神与团队创新绩效(r=0.465,p<0.01)、集

体主义精神(r=0.458,p<0.01)显著正相关;集体主义精神与团队创新绩效(r=0.437,p<0.01)显著正相关。这为后续的假设检验奠

定了基础。 

3.5 假设检验 

(1)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1,检验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2,检验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

神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3,检验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M4,检验工作场所精神的中介作用。

如前所述,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工作场所精神(r=0.521,p<0.01)、团队创新绩效(r=0.447,p<0.01)显著相关,工作场所精神与团队

创新绩效(r=0.465,p<0.01)显著正相关,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数据分析结果见表 6。 

表 5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别 0.487 0.345 — 
         

年龄 2.027 0.917 0.023 — 
        

学历 1.457 0.948 0.057 -0.087** — 
       

司龄 2.578 0.743 0.075 0.107** -0.027** — 
      

时间 2.274 0.415 0.074 0.014 0.024 0.015 — 
     

规模 2.046 0.152 0.017 0.027 0.034 0.017 0.117** — 
    

TSL 4.741 0.582 -0.015 0.045** 0.117** 0.027** 0.031** -0.047** (0.872) 
   

WS 4.652 0.614 -0.074 0.117** 0.212** 0.174** 0.017** -0.037** 0.521** (0.912) 
  

TIP 4.457 0.657 0.027 -0.141** 0.307** -0.047** 0.159** -0.047** 0.447** 0.465** (0.881) 
 

CS 4.474 0.446 0.075 0.237
**
 0.219

**
 0.157

**
 0.207

**
 0.261

**
 0.416

**
 0.458

**
 0.437

**
 (0.830) 

 

表 6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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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与路径 

M1 M2 M3 M4 

TSL→TIP TSL→WS WS→TIP TSL→TIP;TSL→WS→TIP 

标准化系数 TSL→WS 
 

0.492** 
 

0.324** 

 
WS→TIP 

  
0.469** 0.307** 

 
TSL→TIP 0.433** 

  
0.210** 

模型拟合指数 χ2/df 2.457 2.852 3.584 3.953 

 
AGFI 0.937 0.934 0.917 0.9617 

 
RMSEA 0.037 0.052 0.053 0.061 

 
NNFI 0.927 0.941 0.917 0.934 

 
CFI 0.931 0.930 0.869 0.927 

 
SRMR 0.048 0.047 0.064 0.051 

 

由表 6 可知,M1和 M2显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β=0.433,p<0.01)、工作场所精神(β=0.492,p<0.01)有显著正

向影响,M3表明工作场所精神性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69,p<0.01),因此 H1、H2、H3得到验证;将工作场所精神放

入 M4 后,结果显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β=0.324,p<0.01)、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β=0.307,p<0.01)仍然

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此时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β=0.210,p<0.01)明显小于 M1 中的影响效应

(β=0.433,p<0.01),表明工作场所精神部分中介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的 Sobel 检验结果表明,工作

场所精神具有显著中介效应(z=3.764,p<0.01),故 H4得到支持。 

(2)调节作用检验。 

对团队精神型领导、团队创新绩效、团队精神型领导与集体主义精神的乘积项作中心化后,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假设检验。

首先放入团队成员性别、年龄、学历、司龄以及团队成立时间、团队规模等控制变量,其次放入团队精神型领导和集体主义精神,

最后放入团队精神型领导与集体主义精神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团队精神型领导与集体主义精神的乘积项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

影响显著(β=0.183,p<0.01),说明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H5得到验证。 

在集体主义精神均值的基础上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以考察不同集体主义精神下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水平集体

主义精神(β=0.286,p<0.01),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景下(β=0.532,p<0.01),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更

显著,如图 2所示。 

(3)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假设 H6 提出,集体主义精神调节了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

景下,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较显著。在高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景下,工作场所精神在团

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β=0.199,p<0.01)显著高于低水平集体主义精神情景下的中介效应

(β=0.072,p<0.01),组间差异为 0.127(p<0.01),显示集体主义精神显著正向调节了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

绩效间的中介效应,H6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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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 3 种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一,对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

显示各变量的最大 VIF值为 2.407,低于判别值3,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第二,将团队精神型领导各维度、工

作场所精神各维度的交互项纳入模型中,结果表明团队精神型领导 3个维度、工作场所精神 3个维度间的交互项对团队创新绩效

的影响不显著,说明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各维度对结果变量不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第三,考虑到非完全随机抽样和样本量不够大

引起的样本偏误问题,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重复 1000 次抽样检验,结果表明工作场所精神的中介效应为 0.217,

所处的99%置信区间为[0.131,0.203],不包含0,表明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进一步

支持了假设。因此,本研究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图 2集体主义精神的调节效应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借鉴创新成分理论和创造力投资理论,聚焦研究精神性因素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通过对 82个研发团队、288

名研发团队成员的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与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工作场所

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③集体主义精神调节了团

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集体主义精神越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反之越弱;④

集体主义精神还调节了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集体主义精神越强烈,工作场所精神在团

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越显著,反之越弱。 

4.2 理论意义 

(1)拓展了团队创新绩效激发机制的研究视角。虽然已有文献研究了团队领导[2]、团队专业多样性[3]、团队反思[4]、团队认知

冲突
[5]
、团队调节焦点

[6]
等对团队创新的促进机制,但忽略了研发团队与研发人员因高知识、高技能和高素质特质而形成的强烈

精神性需求,因此也忽略了精神性因素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过程机理。本研究从团队精神型领导→团队创新绩效和团队精神型领

导→工作场所精神→团队创新绩效两条影响途径出发,深入分析并实证检验了精神性团队领导即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

效的直接影响效应、精神性团队过程即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及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

新绩效间的中介机制,基于精神性视角阐明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工作场所精神等精神性因素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理,从而

丰富和完善了团队创新绩效激发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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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了精神型领导理论的层次性。现有的精神型领导研究主要聚集于员工心理、行为和绩效等个体层面,鲜见精神型领

导在团队层面作用效果的探讨。虽然团队领导者会针对团队个体展现出差异化的指导行为,但是团队领导者的管理重心和中心都

是面向整个团队而非单个员工,因此在团队层面探讨团队领导者作用的结果才能真正揭示团队领导者的影响效能。本研究通过将

个体层面的精神型领导行为有效聚合到团队层面,探讨并验证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实际影响效

果,从而将精神型领导影响效应研究延伸到团队层面,拓展了精神型领导理论的层次性和系统性。 

(3)尽管有研究表明强个体主义会促进创新而强集体主义会抑制创新,然而本研究和部分已有研究都证明集体主义是提高团

队创新绩效的助推器。由于团队创新凝聚了团队成员的集体智慧,团队创新绩效提高是团队成员通力合作的集体性加工结果,因

此集体主义精神对提高团队创新绩效仍然大有裨益。 

4.3 实践启示 

在中国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对团队创新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可以从转变以往单纯的量化考核、物质奖励、论功行赏的激励手段以及管理模式入手,鼓励研发团队管理者通过主动

实践精神型领导力提升团队创新绩效。例如,通过谋划创新愿景和制定创新目标为团队创新指明奋斗方向、实现路径,通过激发

希望和坚定信念赋予研发成员勇于创新的精神力量,通过无私关怀对研发成员的人格尊严、专家权力和自我实现等精神性需求予

以充分尊重,从而促进团队创新绩效。 

其次,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也是通过工作场所精神这一关键团队因素实现的。因此,必须在研发团队

工作场所营造出有利于团队创新绩效提高的精神性环境。由于精神型领导在培育工作场所精神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团队管理者可

以通过积极实践精神型领导风格来培育工作场所精神。例如,研发团队管理者可以通过关怀、赏识、信任和宽恕等利他性关爱行

为,尊重研发团队成员的内在生命,使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通过坚定信念、激发希望,唤醒研发团队成员在理想信念和自我价

值等方面的精神追求,并对团队创新赋予崇高意义,使研发成员体验到强烈的成就动机和价值感知,从而努力于研发工作。同时,

在研发团队中培育研发成员的身份感和共同体意识,从而在研发团队中形成相互支持、通力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创新合力并最终提

升团队创新绩效。 

最后,本研究和已有研究都表明集体主义有利于提升团队创新绩效。因此,在团队创新管理实践中需要积极看待并合理运用

集体主义精神,可以通过设置共同的团队目标、强化集体意识和弘扬协力文化等方式培育集体主义精神,进一步提高团队创新绩

效。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还存在若干研究局限,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在研究设计上,本文仅通过团队精神型领导→团队创新绩效

和团队精神型领导→工作场所精神→团队创新绩效两条途径揭示精神性因素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而精神性因素影响

团队创新绩效的过程机理可能是多样化的。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组织内的精神性氛围(spiritualclimate)或企业家精神等精神性

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又如在数据搜集上,由于获得多时点数据具有较大难度,本文自变量、中介变量和

因变量数据是从同一时点获取的静态数据,而精神性因素影响团队产出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动能转换过程。因此,未来可通过搜

集多时点数据或剖析纵贯案例开展动态研究,以更加精确、生动地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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